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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管理权的理论思考

一 问题提出：

我是一名年轻的女教师。但是，对“权力问题”却有较多的思考，这倒不是说我有权力情结或掌权欲望，而是小时候的经历与所受的教育，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为什么我在幼儿园要听“班长”的话？他叫我姐姐为什么还敢打我？有一天我带着十分的委屈与好奇去问妈妈，当时，电视上正在播放日本儿童剧“聪明的一休”，妈妈对我说：“你看一休那么聪明，可是他天天给师兄端茶倒水扫院子，因为师兄有权力管他。他不愿意，也没办法。班长有权力，所以你要听班长的话。”我又问：“班长为什么有权力？我也要有权力。”妈妈说：“师兄管一休的权力是老和尚给的。你们班长的权力是阿姨给的。阿姨没有让你当班长，你就没有管别人的权力。”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上幼儿园大班，这是我对权力的最早印象。

转眼间，我已到了中学，学习了《史记》中项羽与刘邦双双见到秦始皇时的惊羡与所发宏愿，我就理解了后来的“楚汉之争”为什么那么残酷悲壮，因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林彪]，“一切”意味着高度的集权，绝对的专制。《周易》辩证法早就指出“物极必反”，权力的集中也是这样。所以，高度集权的中国，5000年文明史，光有名有姓的皇帝就有500多人，而朝代更替恰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是为了争权——不是争取服务权，而是争取统治权、占有权 。但是，当“一切”权力都得到时，就意味着失去，因为“一切”中就蕴涵着失去的基因。所以，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密洞对”中精辟地指出，共产党能走出“兴勃亡忽”的“周率期”，那就是：民主。把“一切”交给人民，掌握权力只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不就避免了“物极必反”之权力梦魇了么？这就是我，一个中学生，在书本上学到的，跟老师学到的关于权力的知识。

后来我参加了教师工作，适碰上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而闹得全世界人人皆知，还差一点丢掉总统权力。这时候我知道美国是个讲究“公开性”的国家。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拿着人民纳的税（工资），那么他们就应该把自己的与公务活动有关的一切，在履行公务地点或时间所做的一切（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都公布给人民，因为人民拥有“知情权”，“知情权”就是“监督权”，它是对权力的限制，防止了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必反”结果与滥用、腐败，“权力就是腐败，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为了有效防止权力绝对化，美国早期政治精英发明了权力制衡理论。例如，公开性便是其中之一。把阳光人物所做的阳光事情放在阳光之下，成为美国人民的共识。阳光人物就是公职人物与公众人物，他们享有不完整的人权，这是他们享有公众信任的逻辑基础。在一个公职人员包括私生活都能公开的国度，权力所导致的腐败与低效就能得到较好的预防。难怪我从报纸看到来华访问的克林顿在西安回答了一个提问时深受感触地说：“不是美国总统管人民，而是人民管美国总统。”这是我，大约十年前，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青年教师对权力对制衡思想的认识。最近，从《南窗风》杂志上，我读到一段号称美国历史上“最苯”的总统小布什的最“智慧”的语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最值得炫耀的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人文经典，更不是政客的宣言，而是把掌握权力的人关进笼子。关进笼子他们就不干坏事了，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跟你们说话。他这句话为阿克顿勋爵的名言做了最好的注脚。

二 当前我国学校管理权的现状：

正是有了以上“阅历”或“认识”，才使我能更好地理解管理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才使我能从理论上思考目前的学校管理中的困难问题，这就是学校管理权力不到位及到位的权力缺少监督，也是我写作此文的思想基础。

在教科书上，对于学校管理，有法国式的“中央集权”与美国式的“地方分权”两种形式。至于中国，或有意回避，或语焉不详，其实，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教育之管理，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式，而且集权程度较法国尤甚。集权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下级学校腐败、低效、不负责任、无创造性。种种弊端丛生，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主张逐步分权，充分调动地方包括学校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对于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划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已经有了明确的阐述。可是，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权力集中就“死”，可是权力一放就“乱”，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官员就会肆无忌惮地进行“权力寻租”，利用手中的公权从事营私的工作。但是，一旦放到学校，由于缺少同级监督或被管理者如教师反馈式监督，又容易使校长独裁、腐败，也搞权力寻租。因为校长的权力是上级给的，因为他是上级任命的，而不是群众推选的。所以，他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要领导满意就行，不必求群众满意。因为群众没有推选他，也无权罢免他，无权监督他。校长腐败由此滋生。例如用公款给上级送礼，对教师随意辱骂、扣发奖金或其他刁难之事，频频发生。滥用权力不仅仅是腐败问题，还是低效高耗问题。由于手中没有对本校重大事项的处置权，校长遇事就推诿或请示，逃避责任，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白白浪费了。校长无权处置教育资源，也就无法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造成人才浪费，教育质量就大幅下滑。可是有些地方尝试着下放权力给学校，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尾大不掉，难以驾驭。出现“九龙治水、各行其是”的无政府行为。有些校长大搞“一言堂”、“一枝笔”，进人随便、大讲人情、公款旅游、胡乱收费，引起全社会一片喊骂；二是出现了问题上推下嫁，钻权力真空之空子，导致有利之肥缺人人争，清水衙人人避。校长纷纷把心思放在媚上要权上，而不大有精力处理校内事务。争取教育局长一人信任，胜过全体师生爱戴。因为校长明白，上级有权给自己“分”权力或给予回报丰厚的岗位。跑官要权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这样两种局面的出现导致上级政府又适当收权，集权，“你腐败不如我腐败，多兴腐败不如高位腐败”。这几年的政府与学校之间围绕着权力收与放的关系就是一场这样的游戏或博弈。

三 建议：

在政府与学校之权力划分上的权力收放，其核心是利益争夺，但后果却关乎教育改革之成败，不可等闲视之，不可漠然处之。而如何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却正是本文所要认真讨论的话题。我认为要处理好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及学校权力之监督问题，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上厘清是非观念，把权与利剥离，而与贡献高低和责任大小统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是林彪出于攫取最高权力之需要而对中国几千年封建集权专制制度的“精辟”总结。汉高祖刘邦本是乡间的市井无赖，常受父母责骂，说他的日子过的不如老二好。他取得天下后，讥问父母：“吾孰与仲大？”意思是“我与老二，哪个人的家业大？”这些话，骨子里面就是：权力意味利益、代表利益。所以，人人拼死争权。李瑞环同志指出：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开放就是对异质文明的吸收。我认为，邓小平同志说的吸收全人类一切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就包括对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权力文化的吸收。西方社会自孟德斯鸠、伏尔泰，特别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以后，就把权力与利益脱钩，而把责任和贡献统一。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但待遇却不高，工资还没有大学教授高。“微薄”的工资是对他的责任与贡献的补偿。但这与一个有知识产权如著作权的教师相比，要小得多。深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清华大学校长、大教育家梅贻琦认为，校长的职责不是当官管人，而是给教授上课端凳子。这与邓小平同志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基本一致。胡锦涛同志3月4日在提出“八荣八耻”讲话中，先对权力就是服务而不是争利做了充分的阐述，然后才提出著名的“八荣八耻”观。权与利分离，权与服务统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一贯的宗旨。改革既然是利益分配关系的重要调整，就一定要体现权力就是服务，而不是攫钱，将权与利脱节、剥离，而与“服务质量”统一，这样围绕在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力收放之扯皮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消极效应就会容易解决。权与利之统一，是放权与收权矛盾的死结。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领导坐的车，使用的手机，住的宾馆，都有严格的区别，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正校长坐啥车，副校长坐啥车。而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利益。下面各个学校，校长权与利之大小，先得看你的学校的级别。这种积习，来历既久，根治不易。

第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这是当务之急，也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十多年前就明确提出来的。控制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例如美国，公有制学校一律免费，上学者全是普通人民子弟；私立学校一律高收费，虽是义务教育阶段，但家长缴费与学校收费，对私立学校而言，是十分正常的。这样，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拨款是个定额，私立学校省下的教育经费就自动流向公立学校。学校经费充分，客观上也不易使学校胡乱收费了，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教育经费的争取与收取，是以你的学校的办学质量与社会信誉等级来争得的。学校教育质量高，社会信誉高，自然就吸引更高的政府拨款与学生学费。那么学校教育质量与社会信誉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督学（专家）评价与学生家长（社会）评价两个方面。督学工作，像法院审判一样，独立行使，甚至教育行政机构也得受督学评估。社会评价则形成投诉机制与家长委员会评价制度，其工作也是独立的。反观我国，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督学只是走形式，根本不能独立行权，更不能监督政府。这就客观上助长了学校媚上唯上之风气。这种体制之弊，主要在政府集权，在于教育机构单一，在于监督职能不能独立行使权力。

在我们宝鸡市，民办学校，管理干部与普通教师是1：15，师生比是1：25；公办学校却是：管民比为8：1，师生比是1：3，这是多大的反差呀。公办学校，人人争官、封官许愿是校长的“管理手段”，以此笼络人心，有时也是迫不得已，上级往下压，往来派，你能不接受么？而民办学校却是校长一人说了算，不存在跑官、要官、封官、派官等事。公办学校中，只要“上层路线”走得好，境遇就会大为不同。所以说，体制改革是处理好政府与学校分权问题的又一关键。民营学校与政府就没有多大的权力分划，公办学校却斩不断、理还乱，分分划划，当断不断，难以决断。另外，不能独立行使学校评价，确定学校利益大小及教育资源分配也是教育结构不合理的又一方面。在私立学校，教师敬业乐群，工作责任心强。为什么，如果他不这么做，校长会炒他鱿鱼，这与美国人人可以骂总统，谁也不敢骂老板是一样的。校长为什么对教师这么“苛刻”？因为校长要考虑自己学校的“生死存亡”。而公立学校则相反，教师工资是国家发，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对教师驾驭能力就相对弱一些。况且校长也没有必要去因工作问题过分碰硬，去得罪教师。反正学校也不是我校长的，我不必考虑学校生死存亡，这是上级考虑的。

第三，依法治教，而不是以政策治教。政策简单讲，就是“政治策略”，是由政府官员制定的，具有权宜之计的策略或手段，因人而异，人亡政息，此一时，彼一时，弹性很大。我们国家在政府与学校权力划分上反反复复，纠缠不清，与经常性的政策指导不无关系。今日放，明日收，全因政府官员个人决定。但法制社会就不会是这样，法律具有刚性、稳定性特点，它不会因人而异，也不会因时而异，具有权威的不可变通的特点。什么人上台执政，不管其个人风格变化多大，都得在法律所允许的自由空间内发挥，不能有越权藐法的事。我们应该把政府职责、权力、利益与学校职责、权力、利益用法律划分得清清楚楚，让人人心知肚明，心中有数，特别是政府，要带头守法，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权力之争。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把本应已经由法律规定的权力仍然没有划分给学校。例如校长负责制，其实是校长“管理”制、看守制，为什么？校长没有人事权，想要的教师要不来，不想要的教师辞不掉。职称评定、工资高低，校长无权定夺，，甚至连说话机会都没有，怎么“负责”呢？“负责”什么呢？就是校长本人的任免去留，还不是主管上级的一句话？有政策没法律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校长奈何政府不得，只好忍气吞气，唯政府之马首是瞻了。当然，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那就是不敢放权，这不单纯是自己利益受损，还有一层，就是担心一放就乱，哪怕一收就死，不敢一放就乱。乱收费，乱进人，乱建设，反正校长一枝笔，于是问题丛生。所以政府宁可违法揽权，决不轻易放权，这都是法制不健全的结果。

第四，政府必须向学校放权，但不是向校长个人放权。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不是学校本身。之所以会出现政府揽权不放与不放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放权的对象是校长，而不是学校。校长的管理对象首先是教师，校长无权，管不住教师；但校长一旦有权，又实行一言堂、搞独裁或腐败。关键是校长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校长不受教师的监督，在校长去留升迁问题上，教师没有发言权。没有权力制衡机制，就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独裁，导致腐败。监督校长的直接而有效的形式，就是实行教师民主参与管理，实行校政公开。在校长升迁去留问题上，让教师有发言权。如果校长的直接利益掌握在教师手中，校长处于教师的监控中，校长才会有敬畏意识与服务意识。目前的情况远远不是这样，校长升迁去留，工作评价好坏，完全由上级说了算，这就造成教师怕校长，校长怕上级的局面。教师偶尔斗胆揭发校长的不当行为，弄不好会使自己遭殃。民主的高素质的校长会采取理性态度，正确对待；专制的低素质的校长还会挟私打击，威胁教师，关键是教师对学校事务没有发言权。这样的政府放权，确实不如不放。政府放权，就要放彻底，放到教师层次，调动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是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成本，节约教育资源的长久之计。 

在我上中学时就听老师讲“小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直到上专科时从教科书上读到这句话，却总不能很好的理解。直到我当了近十年教师而刻意学习管理学时，想起自己幼年时的发问与“管理”体验，我对这句话才有了理解。孩子们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人生大问题。例如管理就是多数人听一个人说话，为什么说要听他说话这就涉及到“权力”——这个管理的核心。没有权力就没有管理，就是无政府状态。所以必须让一切处于管理位置上的人拥有足够权力，而怎样让拥有说话权的人不胡说、不腐败，又得对他进行约束制衡。制衡的力量来授予其权力的一方与接受其管理的一方，而以后者更直接有效。无权不能进行管理，有权不受监督又易生腐败。政府要放权给学校，让校长有足够的管理权，让教师有足够的监督权。既防止了政府腐败与瞎指挥、低效率，又提高了教育效益，节约了管理成本，防止了教育腐败。这与我的青少年时期的管理体验并无二致。

总而言之，权力就是管理，没有权力，就无法管理。而管理首先是一种服务，根据你的服务质量决定应得利益大小而不是用权力去寻租。权力必须受到监督，这种监督必须来自学校内部。使校长和教师之间双向互动，校长拥有人事权、行政权、财务权，而教师拥有评议权、知情权、监督权。变校长对上级负责为对学校负责。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在教育系统内，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学校没有权力，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受抑，他们只有工作的义务，没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自己也不能做主，严重挫伤了教师的主人翁心态，他们处于受抑地位，于是就有消极怠工之事发生，或者采取旁观心态去应付。所以，政府要大胆放权，而且一放到底，放到最基层的教师层次，才能把学校教育工作做好。当然校长也有校长的难处，权力不到位，特别是人事权不到位，在教师去留、升迁、待遇上，自己没有发言权，教师“不怕”校长，又如何管好教师呢？所以，政府要将学校管理权下放给学校，属于校长的给校长，属于教师的给教师。用一句西方的格言说：“把上帝的归上帝，把恺撒的归恺撒。”校长有权管理，有权服务，但却无权腐败，无权寻租，因为教师有权监督，有权评议。双向互动，相得益彰，学校管理就步入良性轨道。目前的死结是政府集权，把属于校长的权力没给予校长，把属于教师的权力没给予教师，这才造成学校管理的被动局面，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无政府”状态。对此，我发表个人的一孔之见，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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